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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草型湖泊近百年来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历史及潜在生态风

险：以湖北西凉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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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凉湖是长江中下游典型的草型湖泊，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历史对区域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指示意义。基于沉积岩芯

的 210Pb/137Cs 定年，结合地球化学指标（Al、K、Ti、Ca、Mg、Zn、Cr、Cu、As、Cd、Pb）、粒度组成和有机质含量，以及重

金属的富集系数（EF）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重建了西凉湖 1858~2021 年重金属污染和潜在生态风险的演变过程。结果

表明：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和潜在生态风险历史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阶段Ⅰ（1858~1963 年）为自然主导期，重金属的富集和

风险程度较低（EF≈1，RI<75）；在阶段Ⅱ（1963~1988 年）农业活动增加了 As、Cd 和 Pb 的富集（EF>1.5），由于草型湖泊生

态缓冲作用（如碳酸盐沉淀导致 Ca/(Mg+Al)比值升高及元素稀释效应），其生态风险尚未显现；在阶段Ⅲ（1988~2021 年）工

业排放加剧了 Cd、Pb 和 Zn 的污染，其中 Cd 的富集最为显著（EF>8），RI 达到 111（中等风险），Cd 的贡献率高达 84%。正

定矩阵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自 1858 年以来，自然源的贡献由 54%下降至 3%，而农业源（以 As、Zn、Pb 为主）与工业源（以

Cd、Zn 为主）分别上升至 44%和 54%。Cd 的生态风险指数（Eᵣ）于 1993 年突破强风险阈值（>80），这可能与工业污染物输

入叠加植被退化导致的生态缓冲功能减弱及重金属形态再活化有关。本研究揭示了草型湖泊在重金属污染累积与释放过程中具

有区别于藻型湖泊的“污染缓冲—风险转化”双重机制，为长江中下游不同类型湖泊的差异化治理与生态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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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ke Xiliang, a representative macrophyte-dominated lake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offer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reg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preserved in its sedimentary deposits. By integrating ²¹⁰Pb and ¹³⁷Cs dating of a sediment core with 

comprehensive geochemical analyses (Al, K, Ti, Ca, Mg, Zn, Cr, Cu, As, Cd, and Pb), organic matter content, 

enrichment factors (EF),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ices (RI), this study reconstructs the temporal evolution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and associated ecological risks in Lake Xiliang from 1858 to 2021. The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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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 that the history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risk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stinct phases. Stage 

I (1858~1963) represents a period dominated by natural processes, characterized by negligible heavy metal 

enrichment (EF≈1) and low ecological risk (RI<75). During Stage II (1963~1988),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led to 

increased accumulation of As, Cd, and Pb (EF>1.5); however, the buffering capacity of the macrophyte-dominated 

ecosystem, evidenced through carbonate precipitation (as reflected by elevated Ca/(Mg+Al) ratios) and dilution 

effects, effectively mitigated observable ecological risks. In Stage III (1988~2021), industrial discharges 

significantly intensified contamination, particularly for Cd, Pb, and Zn, with Cd showing the most pronounced 

enrichment (EF>8). The RI increased to 111, indicating moderate ecological risk, with Cd contributing up to 84%. 

Posi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PMF)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natural sources decreased from 54% 

to 3% since 1858, while contribut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dominated by As, Zn, and Pb) and industrial 

sources (dominated by Cd and Zn) increased to 44% and 54%, respectively. The ecological risk index (Eᵣ) for Cd 

exceeded the high-risk threshold (>80) in 1993, likely due t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dustrial pollutant inputs and 

reduced ecological buffering capacity resulting from vegetation degradation, which promoted remobilization of 

heavy metal species. This study elucidates a dual mechanism of "pollution buffering–risk transformation" in 

macrophyte-dominated lakes during heavy metal accumulation and release phases, a process distinct from that in 

algal-dominated lakes, thereby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diverse lake ecosystem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Key words: Heavy metal pollution;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historical evolution; sediments; Lake Xiliang 

 

湖泊作为陆地水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水循环平衡、调节区域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湖泊沉积物作为地表物质长期迁移与沉积的产物，具有连续沉积序

列和高分辨率特征，为重建环境演变历史、解析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研究载体[1].自

工业革命以来，采矿、冶炼、农业集约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显著增加了重金属通过地表径流和大气

沉降向湖泊的输入[2]。由于重金属具有高毒性、难降解性和生物累积性，其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构成了

严重威胁[3]。研究表明，约 99%的水体重金属通过吸附或沉淀作用富集于沉积物中，其浓度普遍比上覆水

体高出 3~5个数量级[4]。在环境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沉积物中重金属能够通过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重新释放，

引发二次污染，威胁水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饮用水安全[5]。因此，研究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的演化规律、

来源及其生态风险是科学评估湖泊环境风险和制定治理对策的基础。 

全球范围内，湖泊沉积物重金属污染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在高强度人类活动与特殊地理条件的共

同作用下，我国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群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污染格局[6]。作为我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之一，

该地区近几十年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引发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导致区域水质持续恶化[7]。湖

泊重金属污染的空间分布与累积程度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源特征及区域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

响，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8]。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对湖泊重金属的研究，早期多集中于污染现状调

查和源解析，近年来逐渐转向关注生态系统的内部过程如何调控重金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环境风险。

例如，最新研究表明，从大型植物（草型）主导的生态系统向藻类（藻型）主导的生态系统转变，会显著

改变沉积物中重金属的释放机制与活性[9]。藻型湖泊中，蓝藻水华衍生的溶解性有机质可促进沉积物中铁

锰（氧氢）氧化物的还原，进而驱动砷（As）、钨（W）等元素的二次释放[1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陈默

等人（2023）通过室内模拟实验发现，在淡水湖泊中，藻类分解对沉积物重金属（尤其是 Zn）迁移转化的

影响强度显著高于沉水植物分解，这揭示了内源有机物输入对不同类型湖泊重金属环境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11]。 

在草型湖泊中，独特的水生植被（沉水植物、挺水植物等）可通过根系吸附、生物膜截留以及诱导碳

酸盐沉淀等一系列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显著调控着重金属的迁移、形态转化与最终归趋[12]。这种由植被驱

动的环境调控机制，可能使草型湖泊形成区别于藻型湖泊的差异化污染响应模式。然而，当前关于重金属

污染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太湖[13]、巢湖[14]、鄱阳湖[15]和洞庭湖[16]等典型的大型藻型湖泊，而对草型湖



泊长期污染历史及其与水生植被演替的相互作用认知薄弱，限制了我们准确评估草型湖泊的生态风险以及

预测其在环境变化下的长期演变趋势。 

西凉湖作为长江中下游典型的草型湖泊，是江汉平原的重要生态屏障和咸宁市的核心水源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流域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围垦造田、围网养殖等活动的扩展导

致西凉湖生态环境显著退化[17]。近年来，随着禁渔、退耕还湖等生态修复措施的实施，湖区水质有所改善，

但由于重金属在沉积物中长期累积，其生态效应和潜在风险仍需进一步评估[18]。然而，由生境变化驱动的

重金属对生态风险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尽管已有研究初步揭示了西凉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

征及其污染水平[19]，但对于百年尺度上的重金属的污染历史、来源和风险等仍需深入探究。 

本研究选取长江中下游典型的草型湖泊——西凉湖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210Pb 和 137Cs 同位素测年技

术，结合沉积物中元素的垂向分布特征，运用富集系数法（EF）、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RI）以及正定矩

阵因子分解法（PMF）等，重建西凉湖近 160 年重金属污染的历史，揭示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对重金属赋

存的影响，解析自然源与人为源对重金属污染的相对贡献，最后评估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及其潜在生态风险

的演化趋势。本研究可为理解该区域草型湖泊对重金属污染的响应机制提供了典型范例，研究成果可为长

江中下游同类型湖泊的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西凉湖位于湖北省咸宁市西北部（29°51′~30°02′N，114°00′~114°10′E），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属于典型

的浅水草型湖泊。该湖是湖北省第五大湖，横跨嘉鱼县、咸安区、赤壁市三个县市，位于梁子湖以西，东

部与斧头湖相邻，历史上曾与斧头湖水系相通。1930s 以前，湖泊面积为 131.2 km2；由于 1970s 的围垦活

动，湖泊面积缩减至 72.1 km2。该湖最大水深为 4.1 m，平均水深为 1.94 m，蓄水量为 1.4×108 m3 [20]。湖

水主要依赖地表径流和降水补给，入湖河流主要有汀泗河和泉水河，出湖河流则通过佘码河经金水闸排入

长江，形成“西-西凉湖”与“东-西凉湖”两个子湖区，整体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18, 21]。 

西凉湖地处亚热带北缘，气候特征分明，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 16.7~16.8℃，年平均降水量在

1220~1370 mm[18]。历史上，西凉湖以水质清澈、水草丰茂为著称。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随着佘

码河的疏浚及佘码闸的修建，围垦造田和围塘养殖迅速扩展。至 2005 年前后，全湖围网养殖面积占比达

60%，导致湖泊面积缩减超过 45%。这一过程不仅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还引发了渔业资源的急剧衰退和

沉水植物群落的显著退化[17]。为应对生态退化问题，咸宁市政府于 2005 年颁布禁围令，并于 2017 年实施

围网拆除，2020 年起实行全年禁渔等生态修复措施，逐步推动湖泊水质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22]。 

 

图 1 西凉湖的地理位置与流域特征（数据来源：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www.gscloud.cn） 

Fig. 1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watershed characteristics of Lake Xiliang  

(Data source: Geospatial Data Cloud platform, www.gscloud.cn)  

http://www.gsclou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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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流域历史概况 

流域历史社会经济数据为解析人类活动对西凉湖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的影响提供了关键背景信息。本

研究整合了咸宁市 1952~2021 年的总人口数、国内生产总值（GDP）、工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水产品

产量及耕地面积等数据，并涵盖了湖北省同期的化肥施用量及农药生产量数据（图 2）。咸宁市总人口由

1952 年的 107.49 万人增长至 2021 年的 305.34 万人；自 1978 年以来 GDP 呈现指数增长。自 1980 年代起

工业总产值显著上升（图 2a），农业产值亦同步增长，粮食产量从 1949 年的 28.46 万吨提升至 2021 年的

119.51 万吨，但在 2000 年后出现阶段性增长停滞；自 1980 年代起水产品产量显著增加（图 2c）。耕地面

积在 1950~1960 年代期间有所扩展，随后减少，并在 21 世纪恢复增长（图 2b）。湖北省化肥施用量与农

药产量的变化趋势相似：1950~1970 年代持续上升，1970 年代末短暂下降后继续增长，自 2010 年起开始

回落（图 2d）。上述社会经济指标的变化趋势，反映了流域内经济结构转型与土地利用方式的深刻演变。 

 

图 2 西凉湖流域社会经济的历史记录：（a）地区生产总值（GDP）、农业和工业产值；（b）总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c）粮食

产量与水产品产量；（d）化肥施用量和化学农药生产量（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平台 http://data.cnki.net/） 

Fig. 2 Temporal variations of socio-economic parameters in the Lake Xiliang Basin: (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output values; (b) Total popula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area; (c) Grain and aquatic product yields; (d) Chemic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 rate and chemical pesticide production. (Data sources: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Big Data Platform, http://data.cnki.net/) 

1.3 样品采集与实验分析 

2021 年采用重力采样器于东-西凉湖（水深 1.6 m）获取长 65 cm 沉积岩芯，按 1 cm 间隔现场分样，

聚乙烯袋密封后<4℃保存，用于 210Pb 和 137Cs 比活度、粒度、元素含量及烧失量等指标的测定。 
210Pb 和 137Cs 比活度采用高纯锗井型 γ 能谱仪系统（HPGe GwL-120-15, EG&G, USA）测定，分别基

于 46.5 keV（210Pb）和 662 keV（137Cs）特征峰计算，并以 214Pb（352 keV）校准 226Ra 背景值[23, 24]。沉积

岩芯的年代序列通过 210Pbex（即 210Pb 与 226Ra 的差值）与 137Cs 峰值（1963 年全球核试验标记）建立。考

http://data.cnki.net/
http://data.cnki.net/


虑到长江中下游区域人类活动频繁，可能对沉积速率造成扰动，因此采用 210Pb 恒定通量模式（Constant 

Rate of Supply, CRS）进行沉积年代计算[25]。然而，该模式所得结果与 137Cs 所标识的 1963 年时标存在明

显偏差。为提高年代模型的准确性，引入复合年代模式[23]，即以 137Cs 时标对 CRS 模型结果进行校正，从

而建立更为可靠的沉积年代-深度关系。 

烧失量（Loss on Ignition, LOI）测定：取 0.3 g 样品于陶瓷坩埚中，105℃烘干 4 h 至恒重（W₁），随后

置于马弗炉 550℃灼烧 5 h，干燥器中冷却后称重（W₂），按 LOI = [(W₁−W₂)/W₁]×100%计算有机质损失总

量。沉积物元素测定：取 105℃烘干样品研磨过 100 目筛后，取约 0.1 g 于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以 HCl-

HNO3-HF-HClO4 四酸消解法处理。Al、K、Ti、Zn、Ca 的含量用 ICP - AES（Leeman Labs, ProfileDV）测

定，Cr、Ni、Cu、As、Cd、Pb 的含量用 ICP-MS（Agilent 7700×）测定，仪器误差±5%内。沉积物粒度分

析：取 1.5 g 样品，利用 30% H2O2 去除有机质、10% HCl 去除碳酸盐，洗至中性后加 10 mL 10%六偏磷酸

钠溶液，超声振荡 15 min，使用 Malvern Mastersizer 3000 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粒级组分等参数，重复测

量误差<5%。 

1.4 污染与风险评价方法 

1.4.1 富集因子 富集系数（EF）是评估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相对于参比元素富集程度的指标，用于量化

其偏离自然背景值的状态[26]。Al 是陆源碎屑标志性组分，具备地壳丰度高、化学性质稳定、受人为扰动影

响小等特征，常作为参比元素应用于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研究[27-29]。 

EFi = (Ci / CAl)s / (Ci /CAl )b                             （1） 

式中，EFi 表示元素 i 的富集系数；Ci 表示元素 i 的含量（mg·kg-1）；CAl 表示 Al 的含量（mg·kg-1）；下标

s 和 b 分别代表样品及背景值（背景值取岩芯底部 51~63 cm 元素平均含量）。富集因子评价的沉积物污染

等级划分标准见表 1。此外，本研究采用 EF>1.5 作为判定显著富集的判定阈值[27, 30, 31]。 

1.4.2 人为污染通量计算 为量化人类活动对沉积物重金属累积的贡献，采用沉积物通量分析法。该方法

通过扣除自然背景通量，分离人为活动导致的输入通量[32]。 

 Ti = Ci × SAR                                   （2） 

Ai = Ti - Ti / EFi                                  （3） 

其中，Ti 表示特定层位重金属 i 的总输入通量（μg·cm-2·a-1），Ci 表示钻孔岩芯目标层位重金属 i 的含量

（mg·kg-1）；SAR 表示对应层位的沉积速率（g·cm-2·a-1）；Ai 表示人为贡献通量（μg·cm-2·a-1）；EFi 表示重

金属 i 的富集系数（式 1）。 

1.4.3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计算及风险等级划分 基于 Hakanson（1980）提出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33]，通过

整合重金属毒性响应系数与污染程度，评估沉积物中多金属复合生态风险。通过毒性归一化处理，实现对

重金属污染风险的等级划分。 

Er
i  = Tr

i  × Cf
i = Tr

i  × Cs
i Cn

i⁄                                （4） 

RI  = ∑  Er
in

i=1                                     （5） 

其中，Cs
i表示重金属 i 的含量（mg·kg-1）；Cn

i 表示重金属 i 的背景值（mg·kg-1）；Cf
i表示重金属 i 的污染指

数；Tr
i表示重金属 i 的毒性响应系数。Ti、Zn、Cr、Cu、Pb、Ni、As 和 Cd 的毒性响应系数分别为 1、1、

2、5、5、5、10 和 30[34]。根据单项潜在风险指数（Er
i）和多元素综合风险指数（RI）将重金属的生态风

险化分为五个等级（表 1）。 

1.4.4 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源解析 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法（PMF）是一种高效受体模型，广泛应用于沉积物、

土壤及大气颗粒物中重金属的源解析研究。该方法的核心优势在于引入了非负约束与不确定性加权机制，

可同步识别污染源的成分谱（因子载荷）及其相对贡献率（因子得分）[36-38]。PMF 模型基于迭代加权最小

二乘算法，将原始受体数据矩阵（X）分解为因子贡献矩阵（G）和源成分谱矩阵（F），并通过最小化加权

残差平方和的目标函数（Q）来求解。根据模型输出的源成分谱特征，可识别潜在的污染来源及其相对贡

献比例[39]。 

Xij = ∑  g
ik

f
kj 

p

k=1
+ eij                                 （6） 

式中，p 为预设污染源数量；Xij为第 i 个样品中第 j 种元素的含量；g
ik
为第 i 个样品中第 k 个污染源的贡献



率；fkj为第 k 个污染源中第 j 种元素的特征值；eij为残差。 

表 1 富集因子（EF），单项潜在生态风险指数（Er
i）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 

及其对应的污染等级和生态风险等级划分标准[33, 35] 

Tab. 1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enrichment gactor (EF), single factor ecological risk index (Er
i), and comprehensiv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RI) along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risk levels[33, 35] 

EF 污染等级 Er
i  RI 风险等级 

≤1 无污染 Er
i≤40 RI≤75 低 

1<EF≤2 轻度污染 40<Er
i≤80 75<RI≤150 中 

2<EF≤5 中度污染 80<Er
i≤160 150<RI≤300 高 

5<EF≤20 重度污染 160<Er
i≤320 300<RI≤600 很高 

EF>20 极重污染 Er
i>320 RI>600 极高 

Q = ∑  ∑  (eij/uij)
2 → minm

j=1
n
i=1                             （7） 

式中，uij为Xij的不确定性，在本研究中所有样品中每种元素的含量均超过了仪器检测限，因此不确定性由

式（8）计算：  

uij=√(α×C)
2
+(0.5×MDL)

2
                               （8） 

式中，α 分析相对标准偏差（取经验值 10%），C 为元素含量（mg·kg-1），MDL 为 ICP-AES/MS 仪器对各

元素的检出限（mg·kg-1）。本研究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发布的 EPA PMF 5.0 模型[40]进行分析。 

为评估 PMF 模型解析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本研究执行了系统的模型验证。基于 EPA PMF 5.0 软

件进行了 20 次随机初始化的基础运行，所有运行均成功收敛，且目标函数 Q(Robust)与 Q(True)值高度一

致（均值分别为 21.47），表明模型拟合过程稳定。Q(true)与理论期望值 Qexp 的比值为 0.11，表明模型未出

现过度拟合。残差分析显示，标准化残差呈随机分布，无系统性偏差，且所有残差均落在±3 倍不确定性区

间内，未检出极端异常值（|eij/uij|>4）。模型运行的稳定性通过运行对间的残差平方和（D）进行评估，其

最大值低于 6.2×10-5，同时关键污染元素（如 Cd、Pb）的因子载荷在不同运行间的相对标准偏差（RSD）

小于 5%，共同佐证了解集的唯一性与稳健性。综上所述，本次 PMF 模型的拟合与解析结果可靠，可用于

后续的源贡献评估。 

2 结果 

2.1 沉积年代序列 

西凉湖沉积岩芯在 23 cm 处检测到
137
Cs 浓度的峰值（18.2 Bq·kg

-1
），对应 1963 年全球核试验沉降

标记层（图 3a）。除表层外，
210
Pbex活度随深度变化基本呈指数衰减趋势（图 3a）。基于

137
Cs时标校正的复

合年代模型所建立的沉积年代-深度关系（图 3b），结果表明整个沉积岩芯记录了过去约 160年沉积历史，

其中底部 63 cm 处的沉积年代约为 1858 年。SAR 显示，在 1960 年之前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随后快速下降，

自 2000 年以后又出现回升趋势。 

2.2 沉积岩芯重金属含量、粒度及烧失量的变化趋势 

西凉湖沉积岩芯元素的变异系数分析显示（表 2），Ca 的变异系数最大，其次是 Cd，其他元素的变异

系数范围为 9%~48%，表明其在历史沉积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波动。与该湖沉积物背景值相比，Cd、Zn、Pb

和 Ca 的平均含量分别为背景值的 1.5、1.0、1.1 和 1.2 倍，其余元素含量均未超背景值。沉积物中值粒径

均值为 8.9 μm（2.6~38.1 μm），粒度组分以粉砂（均值 48.4%，19.1~64.9%）和黏土（36.7%，7.7~59.1%）

为主，砂均值 13.1%（1.6~53.9%）。LOI 介于 0.1~26.2%之间，平均值为 13.1%。综合沉积岩芯剖面中元素

分布、粒度组成及 LOI 的变化特征，并结合 CONISS 聚类分析结果，可将西凉湖近现代重金属元素沉积过

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图 4）： 



 

图 3 西凉湖沉积岩芯年代序列：（a）210Pbex和 137Cs 活度变化；（b）年代-深度序列及 SAR 

Fig. 3 The age model of the Lake Xiliang sediment core: (a) Variation of 210Pbex and 137Cs activities; (b) The age-depth model with SAR 

阶段Ⅰ（63~23 cm；1858~1963 年）：Cd 和 Ca 元素的含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而 Al、K、Ti、Zn、Cr、

Cu、As、Cd 和 Pb 的含量较高。Ca 在亚阶段Ⅰ-1 至Ⅰ-2 略有下降，其余元素呈小幅上升趋势，Cd 含量保持

稳定。沉积物中值粒径较小（平均值为 8.9 μm），黏土与粉砂组分占比较高。相应地，LOI 维持在较低水

平（平均值为 10.2%），且变化幅度较小。 

阶段Ⅱ（23~15 cm；1963~1988 年）：Cd 含量保持稳定，Ca 和 As 含量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而其余

元素则呈线性下降趋势。同时，中值粒径和粉砂含量均表现出上升趋势，黏粒含量则呈下降趋势。此外，

LOI 也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增长趋势。 

阶段Ⅲ（15~0 cm；1988~2021 年）：Cd、Ca 和 Pb 含量显著上升并达到峰值；其余元素维持在剖面最

低水平。沉积物中值粒径显著增大，表现为黏土含量持续下降，砂含量则呈上升趋势。LOI 在本阶段初期

有所下降，随后稳定在约 16%的水平。 

表 2 西凉湖沉积岩芯中金属元素的含量特征 

Tab. 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etal element contents in Lake Xiliang sediment core 

参数 Al K Ti Cu Zn Cr Ni Ca As Cd Pb 

最大值 98.7  21.7  4.84  39.5 111  112  52.5  230  25.6  1.06  38.4  

最小值 15.8  3.09 0.640  14.8  56.0 20.1  10.6  16.7  8.29  0.230  25.5  

平均值 70.7  15.1 3.30  30.4  89.3 80.0  38.3  92.1  16.8  0.427  33.0  

背景值 84.0  18.0 3.67 33.0 88.7 94.7  45.6  76.4  18.2  0.282  29.3  

变异系数(%) 44  47  48  29 19 43 41 83 25 63 9 

1) Al、Ti、Ca 和 K 单位为 g·kg-1，其余元素单位为 mg·kg-1  

2.3 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富集历史和潜在生态风险变化趋势 

基于西凉湖沉积岩芯中 7 种重金属（Zn、Cr、Ni、Cu、As、Cd、Pb）的富集因子（EF）、人为输入通

量、单项（Eᵣ）与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的时序分析（图 5 和图 6），系统评估了近 160 余年

（1858~2021 年）来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富集特征和潜在生态风险的演变趋势。7 种重金属的富集程度为

Cd（4.1，0.8~18.4）>Pb（2.1，1.0~6.7）>Zn（1.6，1.0~3.9）>As（1.4，0.8~5.7）>Cu（1.3，

1.0~2.4）>Ni（1.0，0.9~1.3）≈Cr（1.0，1.0~1.1）。其中，Cd 的 EF 值呈显著上升趋势，依据富集因

子评价的沉积物污染等级划分标准（表 1），其污染强度自 1978 年起由无污染至轻度污染上升至中度污

染，并于 1988 年后达到重度污染等级（EF>8）。Pb、Zn、Cu和 As的 EF 值亦呈明显增长趋势，其污染强

度自 1998 年后由无污染至轻度污染上升至中度污染（EF: 1.5~6.7）。相比之下，Ni 和 Cr 的 EF 值始终

低于 1.5，未表现出显著的人为干扰特征。人为输入通量分析显示，自阶段Ⅱ（1963~1988 年）起，各元

素通量开始上升；至阶段Ⅲ（1988~2021 年），Cd、Pb、Zn 和 Cu 的通量显著增加，而 As 通量较阶段Ⅱ有



所下降。Cr 与 Ni 通量在阶段Ⅲ期间保持相对稳定（图 5b）。 

 

图 4 西凉湖沉积岩芯中元素含量、粒度组分与 LOI 等指标的垂向分布特征 

Fig. 4 Vert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lemental concentrations, grain size fractions,  

and LOI in the sediment core from Lake Xiliang 

 

图 5 西凉湖岩芯中重金属元素（a）富集系数（EF）与（b）人为输入通量的变化趋势 

Fig. 5 Temporal variations of (a) enrichment factors (EF)  

and (b) anthropogenic flux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ediment core from Lake Xiliang  

西凉湖沉积岩芯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图 6，表 3），Cd 的生态风险最为显著，其潜

在生态风险指数（Er）范围为 25~113，平均值为 45，整体处于较高生态风险等级；而 Zn、Cr、Ni、Cu、

As、Pb 的 Eᵣ 值均低于 40，整体表现为低生态风险等级。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1988 年之前 Cd 的 Eᵣ 值

低于 40，表现为低风险等级，此后突破阈值并持续上升，至 1993 年达到强风险等级（Eᵣ>80）。综合潜在

生态风险指数（RI）范围为 49~129，整体处于低风险等级，但自 1988 年以来显著上升，风险等级提升至

中等风险水平。尽管 Pb、Zn、Cu 和 As 的富集因子（EF>1.5），但由于其毒性响应系数较低（Tr<5），对 RI

的贡献率不足 15%；而 Cd 因其较高的毒性响应系数（Tr=30），成为生态风险的主要驱动因子，贡献率达

到 84%。这一现象与太湖、洞庭湖等长江中下游湖泊沉积物中普遍存在的 Cd 污染问题一致[41, 42]。 

2.4 沉积岩芯重金属来源解析 

综合运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及正定矩阵因子分解法（PMF），对沉积岩芯重金属的来源进

行解析。Al、K、Ti、Cr、Ni、Cu、Zn 及 As 元素间呈现显著正相关（P<0.01），且这些元素均与黏土组分

显著正相关（P<0.001）。聚类分析表明，Cr、Ni、Cu、Zn 和 As 与陆源标志元素 Al、K 和 Ti 聚为一类，



指示其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来源，主要受控于母岩风化产物的迁移与沉积富集过程。 

 

 
图 6 西凉湖沉积岩芯中重金属（a）单项生态风险指数（Er）与（b）综合潜在风险指数（RI）的变化趋

势 

Fig. 6 Temporal variation of (a) singl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Eᵣ) and (b) integrate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RI) for heavy metals in the sediment core of Lake Xiliang 

表 3 西凉湖沉积岩芯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Eᵣ, RI）及风险评价 

Tab. 3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ices (Eᵣ, RI) and risk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ediment core from Lake Xiliang 

项目 
Er 

RI 
Zn Cr Ni Cu As Cd Pb 

平均值 1.0  1.7  4.2  4.6  9.2  45.4  5.6  71.8  

最大值 1.3  2.4  5.8  6.0  14.1  112.6  6.6  129.0  

最小值 0.6  0.4  1.2  2.3  4.5  24.5  4.4  49.3  

风险等级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中度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PMF 源解析结果显示，因子 1 对上述元素具有较高的载荷贡献（Al: 80%, K: 81%, Ti: 82%, Cr: 80%, 

Ni: 77%, Cu: 67%, Zn: 59%, As: 55%），因此推测因子 1 为自然源因子。因子 2 主要由 As（45%）、Cd（34%）

和 Pb（28%）主导。尽管 As 在因子 1 中的贡献率达到 55%，主要来源于自然过程（如基岩风化释放的砷

经黏粒吸附后稳定埋藏），但其在因子 2 中仍表现出较高载荷（45%），这可能表明人为活动对 As 的累积

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农业活动中使用的含砷农药（如杀虫剂、除草剂）以及磷肥中伴生的砷杂质，直接

引入了外源性 As，从而导致其在土壤中的富集，并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湖泊[43]。因此，As 的来源呈现出以

自然本底为主、农业活动为辅的复合特征。西凉湖流域约有 39.75%的农业用地长期施用化肥、农药以及

富含 Pb 的有机肥[44, 45]，导致 Pb 和 As 等重金属在土壤中持续积累。此外，作为湖北省重点水产养殖区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规模围网养殖活动中使用的饲料添加剂含有 Cd 和 As 等，进一步加剧了重金

属污染负荷。这一现象也在固城湖的研究中得到了佐证，表明养殖活动是重金属富集的重要诱因[46]。因此，

因子 2 主要代表农业源污染。在因子 3 中，Cd 的载荷值最高，达 66%，Pb 和 Zn 的载荷值相对较高，分

别为 30%和 22%。这些元素通常被认为是冶金、钢铁生产、金属加工、纺织和陶瓷等工业活动所产生的典

型污染物[39]。结合西凉湖流域所在的咸宁市的主要产业背景，如金属冶炼、化工、纺织和造纸等行业的发

展[47]，工业废水输入可能是沉积物中 Cd、Pb 和 Zn 富集的主要途径。因此，因子 3 代表工业来源。 

基于 PMF 模型的重建结果（图 8），不同污染源对沉积物中金属含量的历史贡献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



特征。在 1963 年之前（阶段Ⅰ），自然源占主导地位，贡献率超过 50%。随后，其贡献率逐渐下降，至阶

段Ⅲ（1988~2021 年）已降至 3%。农业源的贡献率在阶段Ⅰ呈下降趋势，进入阶段Ⅱ（1963~1988 年）后显

著上升，至阶段Ⅲ则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源对重金

属污染的贡献率显著上升，并在阶段Ⅲ达到较高水平。 

 
*p≤0.05，**p≤0.01，***p≤0.001；椭圆方位指示相关性方向（长轴右上-左下为正，左上-右下为负），离心率表征强度（越

扁则|r|越大）；色阶标尺为相关系数(r)值范围。SAR：沉积速率；MD：中值粒径；Clay/Silt/Sand：黏土/粉砂/砂占比。 

图 7 西凉湖沉积岩芯重金属与粒度组分、LOI 的相关性及聚类分析：（a）元素-环境因子相关系数矩阵；（b）R 型聚类树状图 

Fig. 7 Correlation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heavy metals, grain size components, and LOI in sediment cores from Lake Xiliang: (a) 

element-environment facto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b) R-mode cluster dendrogram 

 
图 8 基于 PMF 模型对西凉湖沉积岩芯中重金属来源的解析结果：（a）三类因子对西凉湖沉积物中各重金属污染的贡献率（因

子 1：自然源；因子 2：农业源；因子 3：工业源）；（b）三类因子对西凉湖沉积物整体重金属污染的贡献率；（c）不同历史阶

段三类因子贡献率的平均值（整个沉积岩芯：1858~2021 年；阶段Ⅲ：1988~2021 年；阶段Ⅱ：1963~1988 年；阶段Ⅰ：

1858~1963 年）  

Fig. 8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ediment core from Lake Xiliang based on the PMF model: (a) contribution rates of 

three factors to individual heavy metal pollution; (b) contribution rates of three factors to overall heavy metal pollution; (c) averag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ree factors across different time stages (entire sediment core: 1858~2021; Stage III: 1988~2021; Stage II: 

1963~1988; Stage I: 1858~1963) 

3 讨论 

3.1 西凉湖重金属污染的历史演变 

西凉湖沉积记录揭示的重金属污染历史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基于流域



社会经济发展数据，结合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变化、粒度特征及 LOI 等指标，综合 EF、人为通量计

算、聚类分析及 PMF 等方法，重建了西凉湖近 160 年来的重金属污染演变过程： 

阶段Ⅰ（63~23 cm；1858~1963 年）：自然主导的低风险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西凉湖流域人类

活动强度较低。沉积物中各重金属元素含量波动平稳，EF 值趋近于 1，潜在生态风险指数（Er）普遍低于

40。源解析结果表明人为活动对重金属的输入影响较小（图 8）。该时期咸宁市人口密度较低，工农业发展

相对滞后（图 2a），土地利用以传统农业为主，重金属的来源主要为自然风化与侵蚀过程。因此，该阶段

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水平及其潜在生态风险均处于较低状态。同时，LOI 值稳定维持在 10%，综合反映出

湖泊在此阶段处于低生产力、低污染负荷的自然本底状态。 

阶段Ⅱ（23~15 cm；1963~1988 年）：自然-人为影响的过渡阶段。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流域人口持

续增长，推动农业及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据流域历史资料（图 2），咸宁市粮食产量与水产品产量显著上

升，同时化学农药产量与化肥施用量也明显增加，导致大量营养物质输入湖泊。这一过程促进了水生植物

的繁盛，表现为沉积物中 LOI 值显著升高（图 4），反映出西凉湖初级生产力增强。资料显示，1980 年西

凉湖水生植被覆盖率接近 100%，全湖平均单位面积生物量超过 6000 g/m²[48]。在此阶段，农业集约化导致

农药、化肥及养殖饲料添加剂中各重金属输入通量逐步上升，As、Cd 和 Pb 的 EF 值突破 1.5，并呈现持

续富集趋势。PMF 源解析结果证明了自然源的贡献率显著下降，而农业源贡献率迅速上升（图 8b），并与

咸宁市农业集约化发展阶段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表现出草型湖泊特有的生态缓冲效应，即，沉积物中 Ca 呈现富集趋势，而 Al、

K、Ti、Cr、Ni、Cu、Zn、Pb 等元素含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图 4）。这可能与水生植物生长对重金属的富集

效应以及钙质组分对其他元素的稀释作用有关。湖泊沉积物中 Ca 主要来源于流域侵蚀输入以及湖泊内部

自生碳酸盐的沉淀过程[49]。其中，淡水湖泊中的碳酸盐矿物主要来自流域侵蚀带来的白云石（CaMg[CO3]2）

以及湖泊内自生沉淀形成的方解石（CaCO3）。由于 Al2O3 通常以碎屑惰性组分的形式存在，因此沉积物中

CaO/(MgO+Al2O3)比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泊自生碳酸盐相对含量的变化[50]。自 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Ca/(Mg+Al)比值持续上升（图 4），表明自生碳酸盐沉淀增强，这可能源于水生植物光合作用消耗溶

解无机碳导致的 pH 升高及方解石过饱和沉淀[51-53]。此过程产生的钙质组分对 Al、K、Ti、Cr、Ni、Cu、

Zn 等元素具有稀释效应（表现为显著负相关，图 7），部分抵消了人为输入造成的重金属富集效应，使潜

在生态风险指数维持在低风险水平。上述结果表明，尽管农业集约化显著增加了污染物负荷，但西凉湖作

为典型草型湖泊所特有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如碳酸盐共沉淀）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生态风险的显现，凸

显了自然生态系统服务所具备的缓冲功能。 

阶段Ⅲ（15~0 cm；1988~2021 年）为人为污染主导的高风险阶段。PMF 源解析结果显示，工业源的

贡献率达到 54%，成为主要污染来源；农业源占比为 43%；自然源则显著下降至 3%（图 8c）。该变化趋

势与咸宁市工业化进程（GDP 指数持续上升，图 2a）以及围网养殖规模的扩张[48]高度一致。但是，沉积

物中 Cd 和 Pb、Zn 含量在该阶段呈现上升趋势，并在 2005 年后趋于稳定，而 As 含量则显著下降。这种

差异反映了环境政策在沉积记录中的响应。自 1982 年起我国强化农药管控（包括严格限制含砷农药的使

用[54]），有效减少农业源 As 输入，导致本阶段 As 含量及其富集因子的下降；2000 年全国范围内实现汽油

无铅化[55]，促使 Pb 富集因子及生态风险指数在 2005 年后趋于稳定。地方生态修复措施（如 2005 年禁围

网养殖、2017 年拆围网、2020 年全面禁渔）也有效调控了污染物输入。然而，有机质下降（图 4）以及植

被调查结果表明（2001 年植被覆盖率降至 60%，生物量约为 1500 g·m-2[48]），水生植被显著衰退。在此背

景下，Cd 的单项生态风险指数（Eᵣ）于 1993 年突破强风险阈值（>80），揭示了草型湖泊的次生风险转化

机制——植被衰亡导致沉积物-水界面还原环境增强，可能触发前期碳酸盐结合态及植物富集态 Cd 的再

释放。同时，Ca/(Mg+Al)比值的下降进一步佐证了碳酸盐缓冲能力的减弱（图 4）。本阶段特征表明，工业

化进程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自然平衡，工业点源污染的高强度排放超出了湖泊的自净能力，导致如 Cd 和 Pb

等移动性强、毒性高的重金属风险等级显著上升。沉积记录中 As 含量的下降与 Pb 和 Cd 的异步变化趋

势，一方面验证了特定环境政策（如砷制剂和铅汽油禁用）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当前工业污染控

制体系的不足，尤其是在冶金废水中对 Cd 和 Zn 等元素的去除效果有限。综上所述，西凉湖重金属的阶



段性演化本质上是流域内“自然-社会”系统复杂互动的结果，而沉积记录中各元素的不同趋势正揭示了这

一互动的具体过程。 

3.2 区域视角下西凉湖重金属污染历史特征的对比解析与启示 

从区域对比的视角分析，西凉湖沉积岩芯所记录的重金属污染历史在整体演化趋势上与长江中下游多

数湖泊具有显著共性，同时由于湖泊生态类型及流域发展路径的差异，在污染时序与生态响应机制方面亦

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在污染元素组成方面，西凉湖以 Cd 为主要污染因子，并伴随 Pb、Zn 等元素的协同富集，这一特征

与区域整体污染格局高度一致。例如，巢湖以 Zn 和 Pb 为主要污染元素[56]，而洪湖[57]、龙阳湖[58]等水体

普遍存在 Cd 的显著富集现象。这表明，Cd 因其高毒性系数以及广泛的工业与农业来源（如冶金排放、化

石燃料燃烧和含磷肥料施用），已成为长江中下游湖泊沉积物中生态风险最为突出的重金属之一。在污染

演进过程方面，西凉湖与区域内其他湖泊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在工业化初期（1970s~1990s），乡镇

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重金属输入通量显著上升，表现为太湖中 Pb、Cd 和 Zn 含量同步增加[39]，洪湖 Cd 污

染程度达到中至强污染水平。进入政策调控阶段（2000s 以后），随着含铅汽油禁用等环境管理措施的实施，

西凉湖与太湖中的 Pb 含量逐渐趋于稳定。然而，不同区域的污染源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例如，

升金湖因矿业活动导致 As 富集程度较高（富集因子 EF=3.2）[59]；武汉地区的龙阳湖、墨水湖等城市湖泊

受高强度工业排放影响[58]，其 Cd 和 Pb 污染水平远高于西凉湖，充分反映了人类活动强度对重金属污染

分布的关键作用。 

就差异性而言，西凉湖 Cd 污染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目前 Pb 处于中度污染水平，As、Zn 和 Cu 则

表现为轻度污染。总体来看，西凉湖重金属污染的显著加剧相较于巢湖、太湖等湖泊滞后约三十年。后者

因较早承接城市工业废水排放及密集的人为干扰，Cu、Zn、Pb 等元素的人为污染信号可追溯至 20 世纪

40-50 年代，并在 80 年代后进一步增强；而西凉湖的污染跃升主要与 1980 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及农业集约化进程密切相关。该滞后现象既源于流域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也与其作为草型湖泊所具备的

生态缓冲功能有关。 

相较于巢湖、太湖等藻型富营养化湖泊，西凉湖作为草型湖泊展现出独特的污染响应机制。在农业集

约化发展阶段（1963~1988 年），其生态系统表现出较强的污染缓冲能力。沉积记录显示，该时期 LOI 值

显著升高（图 4），反映初级生产力提升。历史资料也显示，1980 年西凉湖水生植被覆盖率接近 100%。茂

密的水生植被可能通过根系吸附、诱导自生碳酸盐沉淀等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对重金属形成一定的“稀释

效应”。这一机制使其污染响应模式明显区别于藻型湖泊——后者对外源污染的响应更为直接且迅速。然

而，草型湖泊的缓冲能力并非无限。随着外源输入持续增强，尤其是在工业污染阶段，西凉湖 Cd 的潜在

生态风险仍迅速突破强风险阈值，可能与前期植被累积的重金属在其衰亡过程中释放有关，揭示了生态系

统功能存在临界点。此类通过植被-沉积物相互作用调控重金属迁移转化的能力，在长江中下游类似的草

型湖泊（如梁子湖、斧头湖）中可能具有一定普遍性，但其缓冲效能及最终风险水平仍受制于植被群落结

构、水文条件和污染历史等具体情境因素的影响[60, 61]。 

西凉湖的结果表明，草型湖泊并非污染物的永久“汇”，其生态功能可能存在临界点；一旦外源污染

负荷过载或生境退化，沉积物可能由“汇”转“源”，从而加剧二次污染风险。因此，对长江中下游草型湖

泊的管理应超越单一水质改善目标，转向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与修复。在严格控制工业与农业污染输入的同

时，应重点维护水生植被群落的稳定性与生态健康，以保障其污染净化功能，防范系统性生态风险。本研

究为该区域草型湖泊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评估与防控提供了典型范例和科学支撑强调应采取差异化、基于生

态系统的管理策略，统筹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脆弱性，推动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治理。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西凉湖（草型湖）沉积岩芯的多指标分析，重建了过去 160 余年重金属污染的演化过程，

揭示了其阶段性特征与生态响应机制。结果表明：（1）西凉湖沉积物重金属富集变化趋势与流域社会经济

发展高度吻合，可分为三个阶段——自然本底期（1858~1963 年）、农业主导期（1963~1988 年）和工业风



险期（1988~2021 年）。污染来源从以自然背景为主逐步转为农业与工业共同驱动，当前综合潜在生态风险

为中等水平，Cd 为主要贡献因子，占比达 84%。（2）草型湖泊具有“污染缓冲—风险转化”的双重响应

机制。在农业主导期，水生植被繁盛促进碳酸盐沉淀，通过物理稀释与化学固定延缓重金属风险；进入工

业发展阶段后，随着植被退化和沉积环境改变，湖泊原有的污染缓冲能力减弱，前期固定的 Cd 生态活性

增强，导致其潜在生态风险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升至“强风险”水平，揭示出草型湖泊在高强度污染下的

生态脆弱性。本研究为理解草型湖泊对重金属污染的响应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可为长江中下游类似湖泊的

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提供理论支持。未来应聚焦水生植被对重金属迁移转化的调控机制，厘清沉积物-水

界面过程与植被动态的耦合关系，探索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风险管理策略，为区域湖泊保护提供科学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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